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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Perspectives based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WANG Lirong, YANG Ti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t a macro level, and further explored its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ing gree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super-efficient EBM-GML productivity index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s deeply explored by using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nonlinear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gress of green technology,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could be improved mainly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However,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the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show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c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was different. I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U-shaped impact on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fore, it should vigorously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for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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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本研究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视角，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和超效率EBM-GML指数分别测算数农融合水平和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数农融合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

农融合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农融合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效率进而提升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对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检验发现，数农融合能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

分析结果表明，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东部地区呈显著的正“U”形影响。因此，建议大力

提高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重视绿色创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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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环节。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同时也是

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2024年 7月 31日，《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意见》中特别强调要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长期以

来，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农业生产方式，

带来了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阻滞了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农业减污降碳措施虽已

取得一定成效，但距离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仍存在较大

差距。现有农业生产要素的驱动力逐渐殆尽，外加资

源环境的硬性约束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叠增[1]，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无力支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亟

需新一轮生产要素为农业由粗放式增长向绿色低碳

增长转变提供动力。国家持续高度重视农业绿色发

展，2021年《“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中将

绿色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导向，并制定发展目

标。2022年《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进一步对

推进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提出了明确要求。2022—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坚持绿色兴农，以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途径。理论上看，数字经济的强渗透性、普惠性、

非排他性等特点能够通过将数据资源这一关键要素

纳入农业生产，进而引导各生产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动

与合理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赋能农业生产过程

的数字化改进，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化发展。同时信

息渠道的畅通有利于为农业生产供给更多技术与服

务，支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并增强农户对农

业绿色发展的认识，转变生产理念，进而驱动农业绿

色化转型。国家层面对加快推进农业数字化、绿色化

协同转型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出台的《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十四

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擘画了以数

字化推进传统农业升级，引领数字经济与农业渗透融

合，赋能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蓝图。那么实践过

程中，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数农融合）能否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科学探究这一问题，对于加快农业现代化

发展进程和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是监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2]，考

虑环境资源约束后将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为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既能衡量农业发展又能反映农业减排

固碳效果，更能全面反映农业现代化及绿色发展，因

此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3]。为此，本研究主要探究数农融合能否提升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影响方向和程度如何？数农

融合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旨在为我国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①研究

视角上，本研究重点从数农融合的角度来研究二者的

关系，能更精准地评估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深度

及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贡献；②在研究方法上，将农

业碳汇生产量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指

标，采用超效率 EBM-GML指数提高测试准确性，并

利用非线性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农融合与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③厘清了数农融合促

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率提升的作用机制，为大力支持农

业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促进数农融合提升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文献综述

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大多将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取得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对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面，测度方法选取

和测度指标构建存在较大分歧。在测度方法上，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参数估计的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和非参数法估计的数据包

络分析法（DEA），DEA分析方法因其无需提前设定具

体函数形式得到广泛应用。常用的 DEA 方法有

MinDS 超效率-MetaFrontier-Malmquist 模型、SBM-
GML指数、EBM模型等。在测度指标体系上，多数学

者在投入指标的选取上大多保持一致，但对非期望产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BM-GM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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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选取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赖斯芸等[4]、陈敏鹏

等[5]是将农业面源污染作为衡量非期望产出的指标，

李波等[6]是将农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目前已被

学界广泛认可。而郑甘甜等[7]为充体现农业非期望

产出的影响，将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碳排放均纳入测

算体系。随着农业绿色全要生产率指标的不断完善，

沈洋等[8]、周月书等[9]从期望产出和碳排放角度对已

有的测算指标体系进行扩充，将农业生产碳汇量纳入

期望产出，在碳排放中补充了CH4、N2O等温室气体。

在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方面，已有

研究从农业生产条件、政策影响等方面对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展开了丰富研究。其中，王翌秋等[10]研究

发现，农业机械化在推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

阻碍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杜建国等[11]、

金绍荣等[12]从农村人口老龄化角度进行了研究，前者

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后者则得出相反结论。刘慧敏等[13]、李晓慧

等[14]则讨论了政府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加速农地流

转、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创

新性不断凸显，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Wang等[15]基于OECD数

据，分析得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非化石能源的使

用比及优化产业结构赋能我国的绿色发展。王菲

等[16]则运用动态面板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

农业绿色集约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U”形影响。金

绍荣等[17]、林玉妹等[18]基于农业农村数字化角度，利

用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乡村数字化和农业数字化转

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数字

乡村、农业数字化与农业绿色生产的关系，但关于数

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成果较

少，王定祥等[19]对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

了测度，本研究在其基础上借鉴其指标构建思路，进

一步探究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2.1 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数农融合是新时代实现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的重要途径。数农融合是指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结合，对农业进

行技术、信息等数字化要素供给，创新传统农业要素

配置和农业生产方式，以新要素和新技术打造农业发

展新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19]。具体主要

通过对农业采购、生产、经营、销售、后续管理等各环

节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配备相应的数字技术服务，

以高效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数农

融合是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从生产端和消

费端赋能农业绿色发展。在生产端引进数字技术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减污降碳。

同时消费端的反向传导机制将市场对农产品的绿色

需求传递至生产端，倒逼农业生产绿色转型，提升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农融合能够从生产端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

生态化，阻滞资源错配并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提升

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实现从源头上减污降碳。首先，

数字技术融入农业可以精准把控农业生产各环节，

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数农融合可以实

现生产资料共享，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浪

费。其次，农业生产现已进入大规模机械作业阶段，

高能耗、高排放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会加剧污染物

排放，增加生态负担。数农融合依托绿色生产技术

改造传统老旧生产机械，利用数据新要素打造智能

化节能机械设备，提升机械作业精准度，兼顾机械

化、绿色化发展，还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弃物进行可视化处理并回收利用，实现有效减

污，推动农业生态价值转化，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最后，数农融合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高

了普惠金融的覆盖率，促进金融服务下沉至农村，不

仅可以缓解农民的融资约束，为农民尝试新技术提

供资金支持[20]，还通过农业保险服务为农业生产提

供风险保障，减少农民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绿色生产

的后顾之忧。

数农融合能够从消费端发展平台经济，反向影响

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效率。首先，数农融合

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业生产者与大市场的对接

提供途径。农业生产主体能够通过平台及时获取消

费端市场信息，市场的绿色需求信号也能够快速传递

给生产端，有利于农业生产主体及时调整生产决策以

迎合消费者的高品质需求，提升生产者的绿色生产意

识。其次，电商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信息，带有绿

色有机标签的农产品更易受消费者青睐，绿色农产品

的溢价和优质效应为生产者创造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有助于引导农业生产的绿色化转型。消费者对绿色

农产品的认可将促进农产品打造绿色品牌，提升农产

品销量，以点带面，进而带动其他观望者进行绿色生

产，扩大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数字平台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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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供销之间的流通环节，能够实现农产品的精准直

供，提高了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了中间交易成本，减

少了流通环节的资源浪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数农融合的发展是长期累积性的

过程。数农融合发展初期，由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落

后，农业比较收益低，农业尚不具备技术承接能力，数

字技术与农业融合进程缓慢。而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的前期投入较大，发展周期较长，需要长期大量的投

入才能获得后期生产边际收益递增的回报。因此，数

农融合的初级阶段难以获得积极效应，反而由于需要

消耗大量的农业农村资源，会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只有数农融合发展至一定水平，对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才能体现出来。当推

进数农融合所必需的设备、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累积

到一定规模，数字经济才能发挥与农业生产要素的协

同作用，充分释放生产潜力，激励农业生产向绿色低

碳转型，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1：数农融合对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正“U”形。

1.2.2 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管理改

进、教育和技能改进、规模经济等，在实践中常被划分

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大部分。为进一步阐释数

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参考

Oh等[21]、邹静等[22]的做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并从这两方面分析

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1）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

数农融合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通信技术融入农

业，可以打通农业产业链上各环节间的信息壁垒，解

决农业生产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整条产业链的

信息流通与共享。各节点的知识、绿色技术溢出使得

绿色技术创新呈现链条式传递，一些龙头企业和新型

经营主体的先进绿色生产方式也将引起其他生产主

体效仿，推动生产模式的绿色转型，进而带动整个农

业产业链的绿色技术进步。二是数农融合能够通过

数据平台提高消费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度，借

助数字网络的系统性和信息的完整性，利用溯源机制

监督农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生产、加工、

流通各环节的追踪，间接地将绿色生产理念传递到农

业生产中。同时，人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升对农产品

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消费者更加偏好绿色优质农产

品，这一需求的变动通过数据平台反馈至生产端，引

起各生产主体对农业绿色生产的重视，以此倒逼供给

侧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与绿色生产技术的应

用，从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绿色技术进步是缓解当下农业资源约束、解决

农业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利用数字化

手段提高农业生产绿色化水平，精准调控农业生产

过程中要素投入使用情况，实时监测各项灾害风险，

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降低农业风险损失，助力

农业实现稳产增效，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

绿色技术进步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农业技术研发

中，通过对农机设备的绿色升级，改良化肥农药品质

等以减少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从而提升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2：数农融合通过

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绿色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

绿色技术效率是指在一定的投入组合下实际产

出与最大产出之比，反映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组织管

理水平及各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即要素配置的优化

情况。数农融合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农融合能够通过减少中间

消耗、优化生产要素投入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数农融

合将研发、产储销、服务等环节的利益主体联结起来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采集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信息，并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技术进行分析，优化生产要素投入，缓解农户仅

依靠经验和习惯进行低效生产而引发的资源错配问

题，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化肥、农药和

农膜的减量投入使得农业生产更加环保，降低了非期

望产出，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二是数

农融合通过信息技术加速农地流转，推进农业规模化

经营，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数字化交易平台能降低土

地交易中间环节的成本，流转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小

农户的流转收益得到保障，提升农地流转效率。相较

于小农户分散经营，规模化经营能够负担使用新技

术、新机器的高额成本，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精准化、

集约化、绿色化，提高生产者管理水平，降低农业碳排

放，提高绿色技术效率从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三是数农融合有利于加速农业人力资本的

累积，从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数字技术与农业跨界

融合为农村带来新思想、新知识。基于内生增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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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延伸扩散，增强了农业生产

主体与数字新技术的适配度，既能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也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23]。互联网技术的应

用降低了农民的学习成本，增加了学习机会，有助于

提高农户对农业绿色发展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增

强农户采纳绿色技术、进行绿色生产的外部推力。农

民通过参加实践培训、专业技术指导等途径学习绿色

先进生产方式，提升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数农融合水平的高低对绿色技术

效率的影响不同。数农融合处于较低水平时，并不能

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只有数农深度融合即两者融合水

平较高时才对绿色技术效率起促进作用。这是因为

在初始阶段，支撑数农融合的各项数字基础设施等硬

件设备、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相关政策规范等尚未落

实到位，引进数字技术的高额成本和对生产资源的占

用反而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且农民需要弥补在农业

生产中运用数字技术带来的额外成本，容易导致农民

过度投入化肥、农药、机械等加剧农业面源污染，降低

绿色技术效率。随着数农融合程度的加深，数字经济

在农业领域获得嵌入式发展和深层次应用，数字技术

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相关技术的供应和售后市场较为

成熟，降低了农业生产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数

农融合应用的普及度升高，通过精准把控农业生产过

程，减少投入端的资源消耗，实现农业化学品的减量，

推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绿色农产品的产量，实现

绿色技术效率的优化。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3：数农融合通过

提升绿色技术效率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且数农融合对绿色技术效率呈正“U”形影响。

1.3 研究设计与数据

1.3.1 数农融合水平的测算

数农融合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激发农业农村

内生动力。数农融合水平仅用单一变量无法全面衡

量，本研究以相关政策文件为指引，参考王定祥等[19]、

朱红根等[24]、慕娟等[25]的指标构建思路，构建出涵盖 3
个子系统 14个变量的数农融合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并利用熵值法进行测算，为体现数农融合的渗透

程度，除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外各变量均以比例的

形式纳入体系进行计算，体系构建见表1。
数字化载体是推动数农融合的必要条件和技术

支撑。农村移动手机普及率、农村计算机拥有量、农

村互联网普及率、农村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率等指标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

设情况和信息工具的普及度，农业气象观测站数量、

农村物流建设投递线路密度分别衡量农业生产服务

设施和农村物流设施的建设水平。

产业数字化发展是促进数农融合的核心体现，以

数字化交易、设施农业发展密度及农村网络支付数量

及规模来衡量数字经济在农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应用

表1 数农融合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11—2021年）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level（2011—2021）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icator
数字化载体

产业数字化发展

农业数字化服务水平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

农村移动手机普及率

农村计算机拥有量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率

农业气象观测站

农村物流建设投递线路密度

数字化交易

数字基地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设施农业发展密度

农村网络支付数量及规模

数字服务消费水平

农业数字人才比例

农业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服务能力

指标解释
Indicator explanation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部）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台）

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农村气象观测业务（个）/市级数量（个）

农村投递路线长度（km）/城市和农村投递路线总长度（km）
农村电子商务销售额和采购额（亿元）/人均GDP（元）

所有行政村中淘宝村占比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产业园数量、现代国家农业科技园、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数量、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及龙头企业数量（个）/地（县）级区划数量（个）

设施农业温室面积（m2）/乡村人口数（人）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人）

每一邮政网点平均服务人口（万人·个-1）

指标属性
Indicator attibute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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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数字基地可以体

现出各地区电商平台的发展，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是以物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和数智化装备为支撑的

农业发展新模式，体现新兴农业数字化发展业态的载

体数量，与数字基地指标一同反映产业数字化的发展

环境。

农业数字化服务水平是加速数农融合的外在动

力，用数字服务消费水平、农业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服

务衡量农村居民对数字产品的消费能力和数字服务

的渗透度。用农业数字人才比例来衡量高素质农业

劳动力的投入水平，反映了发展数农融合的人才储备

度。三个子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不同维度

共同赋能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综合体现数字技术

与农业生产、销售、服务环节的渗透融合水平。

1.3.2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种植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

之种植业生产过程中化学品和机械的大量投入造成

土壤、大气和水污染等影响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亟待解决，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狭义农业，即

种植业。本研究参考周祎庆等[26]、王菲等[16]的方法，

采用超效率 EBM-GML指数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
（1）投入变量

投入指标选取劳动力、土地、水资源、机械总动

力、化学品投入，其中劳动力投入用农业总产值占农

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的乘积

表示；土地投入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示；水资源投

入用有效灌溉面积表示；机械动力投入同劳动力投入

的处理方式，以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

乘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分离出本研究的狭义农业机械

动力投入；化学品投入用化肥、农药、农膜使用量来表

示，鉴于投入产出指标量过多会导致降低对效率的识

别，因此参照李谷成[27]利用熵值法将化肥折纯量、农

药、农膜使用量三者综合为化学品投入指数。

（2）期望产出变量

期望产出选取农业总产值及农业生产碳汇量两

个指标。农业总产值调整为以 2011年不变价的农业

总产值表示；农业生产碳汇量用农作物净初级生产量

表示，计算公式为：

C =∑
i

m

Ci =∑
i

m

Yi × ci × (1−wi ) /HIi （1）
式中：C表示农作物碳吸收总量，t；Ci为某种农作物的

碳吸收量，t；m代表核算的农作物种类总数；Yi为作物

经济产量，t；ci为第 i种作物的碳吸收率；wi为第 i种作

物经济产品部分的含水量；HIi为作物的经济系数。

为便于计算，主要经济作物的经济系数、含水量、碳吸

收率等不考虑地区的差异性，数据来源于田云等[28]

（表3）。

（3）非期望产出变量

非期望产出变量选取农业碳排放和农田化肥污

染，囿于农药污染数据可获得性差和测算难度大，文

中未考虑。其中，碳排放计算方法参考李波等[6]的测

算方法，土壤排放的N2O及稻田排放的CH4转化为标

准碳进行测算。关于土壤N2O排放量，本研究综合各

地资源禀赋情况，选取 6种主要农作物测算其N2O排

放量，品种和 N2O 排放系数（kg·hm-2）分别为稻谷

（0.24）、春小麦（0.40）、冬小麦（2.05）、大豆（0.77）、玉

米（2.53）、蔬菜（4.21）。关于水稻CH4排放，利用各省

表2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体系

Table 2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指标类别

Indicator category
投入指标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指标名称
Indicator name

劳动力

土地

水资源

农业机械总动力

化肥使用量

农药使用量

农膜使用量

农业总产值

农业生产碳汇量

农业碳排放量

农田化肥污染

指标解释
Indicator explanation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3 hm2）

有效灌溉面积（103 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104 kW·h）×（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

化肥折纯量（104t）
农药使用总量（t）
农膜使用总量（t）

农业总产值（亿元）（以2011年为基期不变价）

农作物碳吸收量（104t）
化肥、农药、柴油、农膜、灌溉等农业生产活动及水稻CH4排放、土壤N2O排放转换为标准

碳排放的农业碳排放量（104t）
氮肥、磷肥、复合肥中总氮、总磷的排放量（1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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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面积乘以对应的水稻CH4排放系数，该系数

参考相关研究[28]可得。

关于化肥污染，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来计算污染

排放量，具体公式为：

E = ∑Eij = ∑EUij × ηij = ∑Ti × ρij × ηi
[29] （2）

式中：E为化肥污染排放总量，t；Eij为单元 i产生并流

失造成水体污染的第 j种污染物的排放量，t；EUij为单

元 i产生的造成潜在污染的第 j种污染物量，t，即产污

量；Ti为氮肥、磷肥、复合肥的施用折纯量，t；ρij为产

污系数，参考相关研究，氮肥、磷肥和复合肥的总氮产

污系数分别为 1、0 和 0.33，总磷产污系数分别为 0、
0.44和 0.15；ηi为产污单元 i的污染排放系数（%），用

各省的化肥流失系数来表示[30]。

1.3.3 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农融合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选择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LM检验、

F检验及 Huasman检验的结果均拒绝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研究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

证研究，并用稳健标准误修正异方差问题。利用我国

30个省（市、区）2011—2021年的数据，构建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如下：

GTFPit=α0 +α1digit+α2dig2
it+α3 controlit+μi+δt+εit

（3）
式中：GTFPit为 i省（市、区）第 t年的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digi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i省（市、区）第 t年数

农融合水平；dig2
i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农融合的二

次项；controlit代表模型中的控制变量；μi、δt分别代表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α0、α1、α2、
α3为待估参数。

为进一步分析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作用路径，借鉴江艇 [31]、王菲等[16]的做法，采用两

步法检验其中介效应，设定模型如下：

Mediait=β0 +β1digit+β2dig2
it+β3 controlit+μi+δt+εit

（4）
式中：Mediait为中介变量，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绿色

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其他变量含义同公式（3）。

1.3.4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由上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算得出并转换

为以2011年为基期的定基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农融合水平，通过构建综合指

标体系由熵值法测算得出。

（3）中介变量

参考周月书等[9]的做法，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分解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和绿色技术效率指数

作为中介变量。

（4）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为：农业产业结

构用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来表示；农

业种植结构用粮食种植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表示；农产品贸易开放度根据当期汇率转换为人民币

的农业进出口总值占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的比例来

表示；农业机械化程度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

平用各省乡村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对数表示；政府

支农投入用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对数表示；乡村用电水

平用农业用电总数的对数值衡量。

1.3.5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我国数字经济自“十二五”时期以来迅速发展，考

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以 2011年为起始年度

开展研究。鉴于DEA方法对异常数据的敏感性，剔除

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同时样本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 2011—2021年我国 30个省（市、

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数

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网

站；淘宝村数据来源于《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09—
2019）》和阿里研究院；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CNRDS数
据库；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

指标
Indicator
经济系数

含水率

碳吸收率

小麦
Wheat
0.40
0.12
0.49

稻谷
Rice
0.45
0.12
0.41

玉米
Corn
0.40
0.13
0.47

豆类
Bean
0.34
0.13
0.45

油菜籽
Rapeseed

0.25
0.10
0.45

花生
Peanut
0.43
0.10
0.45

棉花
Cotton
0.10
0.08
0.45

薯类
Potato
0.70
0.70
0.42

甘蔗
Sugarcane

0.50
0.50
0.45

蔬菜
Vegetable

0.60
0.90
0.45

瓜类
Melon
0.70
0.90
0.45

表3 主要作物的经济系数、含水量及碳吸收率

Table 3 Economic coefficients，water content and carbon uptake rates of major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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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农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以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乘以研发人员数

来表示；农业进出口总值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农产品

出口月度统计报告，根据当期汇率转换为人民币为单

位核算。上海市 2013、2014年的部分数据来源于《光

辉七十载——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其他数据均

来源于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国

家统计局网站等。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研究采用

线性插值法和5年平均增长率法补齐。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4）来看，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说明各地区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发展较慢的地区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为 0.603，而个别发展较好的地区可达

1.693，可见区域差异化明显。数农融合水平的数值

整体不高且差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 0.490和

0.071，可见不同地区的数农融合水平也呈现出较大

差距。

2 结果与讨论

2.1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列（1）、列（2）是数农

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影响，无论是否

加入控制变量，结果均不显著。将数农融合二次项加

入方程回归发现，此时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显著，可

能呈正“U”形，如列（3）所示。参照何祚宇等[32]、王菲

等[16]的做法，本研究根据 Haans 等[33]提出的验证“U”

形曲线的方法对回归结果是否呈现正“U”形进行检

验，判断其是否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回归中一次

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第二，自变量左端

点处的斜率为负，右端点处的斜率为正；第三，曲线拐

点的横坐标（-a/2b）应位于自变量的数据范围内。此

外，本研究还借鉴Lind等[34]的做法，采用Utest命令对

“U”形关系进行再次检验，以避免当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凸且单调时，二次项系数也会显著为正的情况而产

生误导。检验结果如下：

表 5列（3）中显示数农融合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为

负，二次项系数为正，符合第一项条件。其次，数农融

合水平取值范围为[0.071，0.490]，左右端点处的斜率

分别为-1.132、0.696，满足第二个条件。最后，经计

算曲线拐点为 0.330，位于核心解释变量数农融合的

取值范围内，满足第三个条件，证实正“U”形关系存

在。Utest检验结果表明，slope下限为-1.131，上限为

0.698，t统计量为 1.73，P值为 0.047，在 5% 的水平上

拒绝原假设。极值点为 0.330，与通过回归系数计算

得到的拐点值相同，位于数农融合取值范围内，说明

存在正“U”形关系（本研究实证中的非线性关系也将

采用上述检验步骤进行验证），即数农融合水平对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U”形影响，假说 H1得

到证实。说明在数农融合初期，数字经济与农业初步

接洽的过程中面临资源错配、数字基础较为薄弱等问

题。农民短时间内难以转变粗放传统的生产观念，对

新兴技术的接受度不高，此时数字经济和农业生产的

适配度较低。数字技术的引入成本也会增加各农业

主体经济压力，可能导致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以增加农

业产出，提高经济收益，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变量分类

Variable classification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

变量名称
Name
GTFP

dig

str

grow

open

mac

agdp

gov

elec

GTC

GEC

Gpatent

变量含义
Meaning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农融合水平

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种植结构

农产品贸易开放度

农业机械化程度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支农投入

乡村用电水平

绿色技术进步

绿色技术效率

绿色技术创新

均值
Mean
0.973
0.181
53.026
64.839
0.382
5.037
9.814
6.078
4.886
0.989
1.004
0.038

标准差
SD

0.123
0.074
8.608
14.194
1.132
0.527
0.433
0.551
1.292
0.140
0.204
0.017

最小值
Min

0.603
0.071
35.974
35.500
0.004
3.485
8.550
4.519
1.601
0.451
0.676
0.002

最大值
Max
1.693
0.490
73.605
97.100
8.075
6.469
11.006
7.046
7.543
1.376
2.234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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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抑制作用。当数字技术与资本、土地等农业生

产要素融合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此时数农融合的

规模化、集约化等生产优势充分显现，能够引导农业

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进而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U”形曲线的拐点为 0.330，与研究期内各省（市、

区）的数农融合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只有广东、山东、

浙江、福建、江苏、北京 6个省（市），在 2017年后出现

了数农融合水平跨越了拐点的现象，大部分省（市、

区）都位于拐点的左侧。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经

济水平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生产资源的

合理部署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为推

进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保障，能够提高地

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机械

化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目前农户分散种植增加了

机械设备的重复使用，加之传统农业机械设备的科技水

平较低，农业机械设备大量投入使用产生的废油废气造

成了环境污染，制约了农业绿色发展。

2.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

检验：①调整样本期间。为避免样本两端存在极端值

对模型结果产生干扰，本研究将样本研究时间调整为

2012—2020年。②考虑样本选择偏差。考虑到我国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经济水平较高且农

业发展空间有限，农业发展情况及地区资源禀赋与其

他省份差异较大，参照周月书等[9]的做法，剔除四个

直辖市后对样本重新回归。③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计

算方法。利用 SBM-GML指数重新测算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如表 6所示，三种检验方式的结果均显

示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U”

形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与上述回归

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果具有可靠性。

2.3 机制检验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数农融合与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之间的传导机制。两者间的理论逻辑为：数农

融合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和提高绿色技术效率，从

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如表 7所

示，表 7中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进步，数农

融合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说 2未得到

证实。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使

用成本较高，“大国小农”的国情使得目前只有小部分

实现大规模机械化、数字化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能够

承担使用绿色技术的成本，多数小农户依然采用传统

方式进行耕作，绿色农业技术尚未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进行广泛应用。考虑到技术进步这一结果需要经过

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优化进步这一过程才能实现，

技术创新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带来技术的进步，从专利

到农地的转化仍需进一步落实技术的应用。因此，借

鉴王香艳等[35]选取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

总数的比值来表示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机制检验。列

（2）表明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数字经济与农业的

融合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列（1）（2）结果表

明，数农融合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绿色技术创新

并没有得到充分转化，从而影响了绿色技术进步。

表5 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5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变量Variable
dig

dig2

str

grow

open

mac

agdp

gov

elec

常数项

N

R2

省份数

省份固定

年份固定

（1）
0.003

（0.012）

1.000***
（29.167）

330
0.260
30
是

是

（2）
0.043

（0.159）

0.010***
（3.206）

0.003
（0.919）

0.035
（1.209）
-0.212***
（-2.831）

0.317*
（1.963）

0.054
（1.045）

0.010
（0.833）
-1.983

（-1.283）
330

0.510
30
是

是

（3）
-1.442**
（-2.485）
2.186**
（2.469）
0.010***
（3.337）

0.004
（1.230）

0.042
（1.491）
-0.210***
（-2.820）
0.368**
（2.233）

0.070
（1.306）

0.008
（0.763）
-2.483

（-1.566）
330

0.529
30
是

是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Note：*，**，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0%，5%，and
1%，respectively，with t-values in parentheses.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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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3）为数农融合水平对绿色技术效率指数的回

归结果，数农融合水平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其

二次项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农融合能通

过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数农

融合与绿色技术效率二者的关系呈正“U”形。为避

免存在伪正“U”形关系，利用Haans等[33]提出的检验

方法及 Utest检验进行验证，结果满足 Haans 等检验

的三个条件。且Utest检验表明，在 10%的水平上拒

绝单调或倒“U”形关系的原假设，极值点为 0.374，与
用Haans等检验方法计算的拐点值一致，且位于自变

量数农融合的取值范围内，两种方法均证实数农融合

水平与绿色技术效率间存在正“U”形关系（图 1），假

说 H3得以验证。即数农融合能够优化农业资源配

置，提高农业绿色技术效率，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2.4 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加入控制变量试图弱化因遗漏变量

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来解决不

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偏误，考

虑到数农融合是长期性、连续性发展过程，对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或许存在滞后效应，但仍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研究过程中可能遗漏影响数

农融合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变量，继而引

发内生性问题，故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

题。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选取滞后一期的数农融合

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再次检验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选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的数

农融合水平为当期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两者

存在相关性；前期的数农融合水平不受当期的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符合外生性要求。

表 8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中，数农融合水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图1 数农融合与绿色技术效率“U”形关系图

Figure 1“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ies

变量Variable
dig

dig2

控制变量

N

R2

省份数

省份固定

年份固定

（1）
GTC

0.079
（0.299）

是

330
0.295
30
是

是

（2）
Gpatent

0.049*
（1.758）

是

330
0.629
30
是

是

（3）
GEC

-2.415**
（-2.118）
3.232**
（2.129）

是

330
0.168
30
是

是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dig

dig2

str

grow

open

mac

agdp

gov

elec

常数项

N

R2

省份数

省份固定

年份固定

调整样本期间
Adjustment of
sample period

-1.426**
（-2.078）
2.202**
（2.152）
0.009***
（3.164）

0.002
（0.716）

0.043
（1.533）
-0.187**
（-2.520）
0.336**
（2.062）

0.072
（1.408）
-0.011

（-0.298）
-2.112

（-1.405）
270

0.464
30
是

是

剔除直辖市样本
Exclusion of
municipality

samples
-1.393*

（-1.937）
2.315**
（2.183）
0.011***
（3.446）

0.004
（1.281）

0.578
（1.425）
-0.161**
（-2.337）
0.424**
（2.132）

0.080
（1.351）

0.028
（1.177）
-3.540*

（-1.821）
286

0.565
26
是

是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
测算方法

Measurement with
replacemen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2.124**
（-2.131）

3.390*
（2.040）
0.015**
（2.579）

0.005
（1.025）

0.082
（1.486）
-0.370***
（-2.811）
0.704**
（2.134）

0.119
（1.091）

0.017
（0.922）
-5.540

（-1.652）
330

0.506
3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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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其平方项的滞后一期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正向影响数农融合水平且F值大于 10，表明工具变量

能较好地解释核心解释变量。检验结果Kleibergen-
Paaprk LM统计量为 54.66，在 1%的水平上拒绝了原

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Kleibergen-Paaprk Wald F
和 Cragg-Donald Wald F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87.36、
123.36，大于 Stock-Yogo10% 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

19.93，拒绝原假设，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

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农融合

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

“U”形影响，表明回归估计结果稳健。

2.5 基于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东中

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农业资源禀赋及数字化水平差

异较大，对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

故采用东中西部地区的子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从表

9的（1）~（3）列可知，东部地区的数农融合水平对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U”形影响，

Haans检验和Utest检验表明“U”形关系确实存在；而

中西部地区数农融合对当地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发展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为当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有利的资

本及人才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愈发成熟，使得东部地

区数农融合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有利于促进其农

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为进一步探究

引起地区差异的原因，将 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城

镇化发展政策纳入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以实现多

维度和谐发展为目标，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为地区

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拓展了发展空间，对地区数字经

济具有积极影响，与绿色发展进程愈发协调[36]。基于

此，将设立新型城镇化试点这一政策因素，引入基准

回归方程，用虚拟变量Dit表示[i代表省（市、区），t代

表年份]，分析其对东中西部地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的影响。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三批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名单的时间，将试点时间设定为 2015、
2016年及 2017年，若 i省中有市（县）在 t年被选为试

点，则在 t年后的新型城镇化试点中赋值为 1，否则赋

值为 0。回归结果如表 10所示，加入新型城镇化试点

与数农融合的交互项后，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未改

变，但西部地区交互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对其他两个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新型城

镇化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数农融合，降低了数

农融合初期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客观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较为

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数农融合水平

低于其他地区，不利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而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开展有效推动西部地区城

乡协调发展，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城乡间各要素的联通与流动，为乡村带来

数字技术与产业变革，释放西部地区发展的后发优

势，有利于发挥数农融合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中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数农融合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厘清了数农融合推进农业绿色全要

表8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Table 8 Test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滞后dig

滞后dig2

dig

dig2

控制变量

N

Kleibergen-Paaprk LM
Kleibergen-Paaprk Wald Fstatistic

Cragg-Donald Wald Fstatistic

第一阶段
Stage I

dig

1.088***
（6.193）

是

330

dig2

0.728***
（3.765）

是

330

第二阶段
Stage Ⅱ
GTFP

-1.805***
（-2.904）
2.636***
（2.998）

是

330
54.66***

87.36
123.36

表9 不同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变量
Variable
dig

dig^2

控制变量

N

R2

省份数

省份固定

年份固定

（1）
东部

Eastern region
-1.423**
（-2.491）
2.176**
（2.849）

是

121
0.532
11
是

是

（2）
中部

Central region
0.341

（0.152）
-4.515

（-0.928）
是

88
0.685

8
是

是

（3）
西部

Western region
-1.529

（-0.767）
3.871

（0.777）
是

121
0.781
11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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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发现了绿色技术效率在其中的

贡献，找到了绿色技术进步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的原

因，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数农融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本研究未对农业绿色技术创新

与绿色技术进步的关系做深入研究，后续仍需实证探

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转化路径，以期为加快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发展的

促进作用提供参考。

3 结论

（1）数农融合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U”形关系，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

依然成立。这说明数农融合水平较低时，由于资源不

匹配等问题，增加了农业经营压力，反而会对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阻碍；只有当数农融合水

平跨越拐点，数农融合才会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

（2）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农融合主要通过提高绿

色技术效率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绿色技

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

数农融合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创新技术并没有得

到充分转化应用，未发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作用。

（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农融合对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只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基础

较好的东部地区产生显著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

并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影响，发现

由于西部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该政策的实施促

进了数字化技术、数据等现代化要素对当地农业发展

的渗透，加速了数农融合的进程，削弱了数农融合初

期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有利于发挥

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这一政策

对东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大力支持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提高

数农融合水平。各级政府要重视数字经济与农业融

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数字化发展

环境，提升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

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大力支持数字化

服务向农业农村渗透，鼓励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采用数

字技术，有效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

（2）加快推广绿色创新技术在农业领域转化应

用。通过大力支持数字农业创新基地、国家现代农业

项目等的建设，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推广

普适性经营模式和生产经验，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

应，扩大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积极支持建设

农业数字技术服务指导中心，为农户提供切实的技术

指导。将数农融合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技术及设备更

新升级和数字化服务纳入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降低数

字技术应用风险，提高农户采纳数字技术的积极性。

（3）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支

持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积极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改善发展环境；加大农业数字化

应用技术的推广力度，支持农民数字技术培训，提升

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提高地区对数字技术的承

接水平；同时在农业现代化项目建设方面向中西部地

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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